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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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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周铜器册命铭文，除记述具体的职事授予和物品赏赐外，还有不少篇章会追述先王以及先臣的

功业，追忆周初天下康宁的政治局面，由此构成西周时期在一种特殊的仪式场合下不断再现的历史叙事。西周

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经历了由早期向中晚期的阶段性发展。表现在叙事风格上，是由写实主义走向形式主

义；表现在主题呈现上，是由散漫模糊走向精准聚焦；表现在叙事布局上，则是由自然原生走向次序规范。西周中

晚期，先王受命——先臣用命——天下康宁的三段式叙事结构的最终形成，凸显了册命仪式中服务于特定政治目

的的核心叙事的表现力度。西周册命铭文历史叙事在风格、主题、布局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的发展，诸

如史事的精简、历史细节的省略、事件主角的转换等，最终凸显了核心叙事的表现力度。西周最高统治者也正

是通过这种近乎无意识的话语重复，不断地强化了他们有关权力的合法性、君臣等级秩序等统治思想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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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铜器册命铭文，除记述具体的职事授

予和物品赏赐外，还有不少篇章会追述先王以

及先臣的功业，追忆周初天下康宁的政治局面，

由此构成西周时期在一种特殊的仪式场合下不

断再现的历史叙事。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

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随着西周中期王朝廷

礼制度的建立，在叙事风格、主题呈现及行文布

局等方面都走向规范化，能够集中体现西周王

朝最高统治者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主观建构。以

下试从这三个角度对此主题做初步探讨，敬呈

专家指正。

一、叙事风格：由写实主义走向

形式主义

西周册命铭文的历史叙事，早期呈现出突

出的写实主义风格，史事叙述具体，史料信息丰

富。晚期则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记述

历史的话语已经格式化，史料信息匮乏。目前

所见西周册命铭文最早出现历史叙事内容的，

是成王时器何尊（《铭图》①11819），其铭云：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称武王礼，祼自

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

“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

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辥民。’呜呼，尔有虽

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

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

易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该铭文字虽然不多，但除制器刻铭者记述了成

王当时所行礼仪外，主体内容记录的是多种西

周创建时期的重大史事，信息非常丰富。而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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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这些重大史事的叙述者正是成王本人，此

时距离文、武时代尚近，有的事迹可以推测或为

成王所亲见亲闻。具体分析其中包括的重大史

事信息有：第一，文王受命；第二，武王克商；第

三，武王确定建都成周，作为王朝统治的中心；

第四，作器者何之父考公氏为文王重臣，在西周

王朝的建立过程中作出过重要贡献。若再味其

文义，则何之父考公氏所做贡献应与文王受命

这一具体史事有关。故其前文有“尔考公氏，克

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后文又有“尔有虽小

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之类的记述。而

且全铭所载亦为器主何因助成王行祭天之礼而

得赏赐。种种迹象表明，何父子二人所从事的，

应正是与祭天受命等事务相关的早期宗教类工

作。总之，通过何尊铭文中的历史叙事，确实能

够发现西周王朝建国时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

相关资料，其史料价值十分突出。

同为西周早期铜器但较何尊略晚的大盂鼎

（《铭图》02514），其铭文属西周长篇铭文，多达

291 字。其主体内容记载的是康王对盂的册命

和各种丰富的赏赐，因与本文讨论的主题无关，

不备引，其中关涉叙述历史的内容也不少，其铭

如下：

唯 九 月 ，王 在 宗 周 ，命 盂 。 王 若 曰 ：

“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

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在于

御事， 酒无敢舔，有祡烝祀无敢 。故天

翼临子，法保先王，匍有四方。我闻殷坠

命，唯殷边侯、田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

丧师已。女妹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学，女

勿蔽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

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唯命女盂绍荣，

敬拥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

与何尊铭文一样，大盂鼎铭文中的历史记述也

非常丰富。具体分析，可以归纳出的史事有：第

一，文王受命；第二，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第

三，周初群臣兢兢业业，共创王朝统治局面；第

四，殷商晚期，外服之侯、甸，内服之百辟，酗酒

成风，统治集团腐朽糜烂，等等。尤其是对殷末

统治集团内部酗酒成风的记述，与传世文献的

记载完全吻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上述两件早期铜器册命铭文对历史的记

述，无论是相同部分还是相异部分，都表现出了

明显的写实特征。受限于铭文的篇幅及此类文

献主要是为记述当时的册命内容和赏赐物品的

特殊目的，其中所述史事，自然不可能完全展

开，因而往往具有高度概括的特点。但即使在

这一条件下，铭文对所涉史事也还能做到描述

具体，并展现出高超的叙事技巧，绝非仅是一般

性的泛指泛称。如何尊铭文述武王选定洛邑建

立成周，就直引了武王当时的“告天”之语，所谓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辥民”。从中国早期史学

的发展看，“语”的记述具有使叙事完整的重大

意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春秋》

“约其辞文，去其烦重”［1］509，左丘明为防儒门弟

子“各安其意，失其真”，因而“具论其语”［1］510，遂

成《左传》一书。《左传》在历史叙事领域所取得

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而何尊铭文在关涉历史

叙事的不多文字中已经能够做到兼顾“事”与

“语”，说明这种记述历史的成熟手法在西周早

期就已经出现，并不是春秋鲁史官左丘明的发

明创造。又大盂鼎铭文述群臣功绩，描述也非

常具体，一是“酒无敢舔”，即不敢耽于饮酒；二

是“祡烝祀无敢 ”，对于 字，学者尚有不同认

识，根据上下文体会其大意，总之应是指在祭祀

等宗教活动中有良好的表现。而对于殷商晚期

王朝统治集团的腐朽，铭文也有具体的体现，即

“唯殷边侯、田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值得注

意的是，有关殷商晚期与西周初期群臣的史事

叙述恰构成一个对比，前后两件史事拥有同一

个叙事主题，即“饮酒”。也就是说，铭文运用对

比的手法，通过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将殷、

周统治集团的不同政治面貌鲜明地描述出来，

同时又兼具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主观用

意。即使由今日视之，这也是一种相当高水平

的历史叙事技巧。叙事技巧的进步，自然对史

料记述容量的扩大起到积极的作用。总之，早

期册命铭文的历史叙事，沿着写实主义的路径

发展，表现出丰富的史学意义。

西周中期，王朝廷礼制度逐渐形成。由于

册命礼仪本身呈现出突出的程式化特征，册命

铭文的记述也随之格式化，包括场景、仪式、册

命话语等的记述都会使用大量的现成套辞。与

此同时，在这种特殊场合下发生的历史叙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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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形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这样的铭文材料

很多，试列举如下：

西周中期有，訇簋（《铭图》05378）：

王若曰：“訇，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

奠周邦。今余命女适官司邑人……”

乖伯簋（《铭图》05385）：

己未，王命仲致馈乖伯狐裘。王若曰：

“乖伯，朕丕显祖文、武，膺受大命。乃祖克

弼先王，翼自它邦，有芇于大命。”

西周晚期有，师訇簋（《铭图》05402）：

王若曰：“师訇，丕显文、武，膺受天命，

亦则于女乃圣祖考克辅右先王，作厥肱股，

用夹绍厥辟，奠大命，盩和于政，肆皇帝亡

斁，临保我有周，雩四方民亡不康靖。”

师克 盖（《铭图》05682）：

王若曰：“师克，丕显文、武，膺受大命，

匍有四方。则唯乃先祖考有勋于周邦，捍

御王身，作爪牙。”

卌二年逨鼎甲（《铭图》02501）：

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

康穆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司工散右吴

逨入门，立中廷，北向。尹氏授王赉书。王

呼史淢册赉逨。王若曰：“逨，丕显文、武，

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则 唯乃先圣祖考，

夹绍先王，闻勤大命，奠周邦。”

卌三年逨鼎庚（《铭图》02509）：

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

康穆宫。旦，王格周庙，即位。司马寿右吴

逨入门，立中廷，北向。史淢授王命书，王

呼尹氏册命逨。王若曰：“逨，丕显文、武，

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则 唯乃先圣祖考，

夹绍先王，闻勤大命，奠周邦。”

毛公鼎（《铭图》02518）：

王若曰：“父 ，丕显文、武，皇天引厌

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

不闬于文、武耿光。唯天壮集厥命，亦唯先

正 辥厥辟，勋勤大命，肆皇天亡斁，临保

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

不难发现，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

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当稳定的三段式的叙事结

构。这种三段式叙事结构可以归结为三句话：

一是文、武受命，二是先臣用命，三是天下（四

方）康宁。其中，前两句可以看作条件叙事，第

三句则是结果叙事。具体地说，就是文、武受命

与先臣用命这两组条件叙事共同促成了天下康

宁这一结果叙事的出现。由于其因果具备，逻

辑完整，已经很好地满足了册命仪式这一特殊

政治场合之用，自不需其他史事再行加入其

中。即使是迄今所见铭文篇幅最长的毛公鼎，

记述的周王所发之语字数最多，丝毫不亚于早

期的大盂鼎或何尊，但其实质性的史事内容却

也并不超出这三句话的概括，完全可为这种三

段式的叙事结构所涵盖。只不过该铭中历史叙

事的描述性语句、词藻更为丰富而已。

此外，值得注意还有两件逨鼎，一述四十二

年五月册命，一述四十三年六月册命，前后相隔

一年有余，但所记述的出自周王的历史叙事居

然完全一致，而且不只是内容一致，具体文字也

完全相同。显然，这不会是实际发生的史事实

录，而是后人拟定的结果。拟定者及拟定过程

有多种可能性。一是周王在册命场合中所说的

具体话语实有不同，但内容并无重大差异，因而

记录者根据自己所熟知的行文格式予以笔录，

并没有按照原话逐字逐句地记录。二是据两器

所载册命场景，可知命书实际上是事先由史官

写好，然后在册命场合由史官诵读的。其中四

十二年命书当由尹氏书就，史淢当场诵读；而四

十三年命书则是由史淢撰写，尹氏当场诵读。

因此存在史官所作命书就是按照已经成形的行

文格式予以撰写的可能。这一点与后世诏书中

常见的“奉天承运”之类的套话相似。三是此段

两次借周王之口出现的历史叙事，其实只是器

主逨在铸器时据两次册命的记忆拟成的。它当

然有当时周王或史官在册命场合的话语蓝本，

但实际的记述和措辞都出自器主逨本人或由逨

在铸器时聘请他人撰写。

以上三种可能性无论何种成立，都可以说

明西周中晚期关于王朝初建时期的历史叙事已

经形成了高度格式化的特征。与高度格式化的

历史叙事相伴而生的，是真实历史进程中丰富

的史事及具体历史细节的消失，所能提供的差

异性的史料信息近乎为零。像何尊铭文那样所

述及的武王定都洛邑之语，以及大盂鼎铭文对

比记述的殷周两朝群臣在饮酒一事的差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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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出现在中晚期册命铭文的历史叙事之中，

而留下来的，就只是些“形式主义”的历史表

述。与其说它是历史叙事，倒不如说是经由王

朝官方认证过的统一了口径的“政治决议”。显

然，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形式主义化的历史叙

事，其目的只是为再现某种政治层面的命题判

断，强化或灌输某种政治观念，其史学意义在很

大程度上已被消解。不过，册命仪式自有其特

定的政治语境，这一场域中历史叙事的风格由

写实主义走向形式主义，其发展路径是符合其

本来逻辑的，无可非议。

二、叙事主题：由散漫模糊走向

精准聚焦

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的三段式历史叙事是

在继承早期叙事的主要内容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受册命仪式这种特定政治语境的制约或影

响，中晚期册命铭文历史叙事内容的改造与建

构，使其所欲表述的政治主题变得更加明确，能

够聚焦册命仪式中的特殊政治诉求，并提供精

准的政治服务。

西周册命铭文历史叙事的标准化格式虽然

完成于中晚期，但主要叙事因素实际在西周早

期册命铭文中就已存在，而且在当时也是历史

叙事的重要内容。像文（武）王受命、先臣用命

及君臣共创周初统治局面等，都在早期册命铭

文的历史叙事中作为主要内容重复出现过。这

说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对册命铭文历史叙事所应

表达的政治主题很早就有了清楚的认识。甚至

于一些铭文叙述历史的具体形式，也与中后期

的格式化叙事具备一定的相关性。例如，大盂

鼎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就已经很明显地呈现出

后世格式化叙事文案的主要内容乃至于叙述的

形式，如文、武受命，早期大盂鼎是“丕显文王，

受天有大命”，晚期毛公鼎是“丕显文、武，皇天

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如先臣用命，

大盂鼎是“在于御事， 酒无敢舔，有祡烝祀无

敢 ”，毛公鼎是“唯先正 辥厥辟，勋勤大

命”。如四方康宁，大盂鼎是“天翼临子，法保先

王，匍有四方”，毛公鼎是“皇天亡斁，临保我有

周，丕巩先王配命”。以上三个方面，不仅内容

与中后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基本一致，在

行文形式及顺序上也非常接近。借用考古学中

“类型学”的概念，这前后两类历史叙事显然具

备着某种由早期直接发展到中晚期的直系“亲

缘”关系。

但是，早期册命铭文历史叙事的写实主义

风格，决定了不同铭文的叙事内容和形式必然

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可能达到中后期形式主义

风格下册命铭文历史叙事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

面的高度统一。例如，另一件时代更早的何尊

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在内容和形式上就与大盂

鼎铭文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不过，尽管何尊铭

文不像大盂鼎铭文那样与后世格式化文案具有

某种明显的“亲缘”关系，但具体分析何尊铭文

的叙事内容，同样可以发现它也基本包含了后

世格式化文案的基本要素。如“尔考公氏，克弼

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句，就兼含了“文、武受

命”和“先臣用命”两项内容。其后文又说“尔有

虽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只是又再度

表述了“先臣用命”这一格式化叙事的重要内

容。显然，中后期册命铭文中出现的“标准的”

历史叙事，正是在吸收早期历史叙事主要因素

的基础上完成的。

不过，早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除了文

王受命、先臣用命及天下康宁这三个方面的内

容外，还会同时记述一些其他方面的史事，有的

甚至是历史细节的描述，如武王亲自定下营建

成周之国策，殷人酗酒、民不堪命以及周初群臣

兢兢业业、勠力同心等。从后人研究历史的角

度看，这种略显散漫而不工整的叙事当然提供

了更加丰富的史事信息，但册命礼仪这一重要

政治场合下的历史叙事，必然具有某种特定的

政治目的和诉求。从这个角度看，早期枝蔓丛

生、散漫模糊的写实主义风格不免会削弱这一

特定叙事主题的呈现力度。因此，西周册命铭

文中的历史叙事，在由早期向中晚期的发展过

程中，必然会要求其在主题呈现方面实现由散

漫模糊、不够集中向精准聚焦、简明扼要转变。

因为册命仪式毕竟时间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

自不容周王做长篇大论甚至只是毫无目的地

“八卦”些先王先臣的陈旧往事，发一点思古之

幽情。廷礼仪式的规范化必然也会要求周王针

试论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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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命臣属的训嘱实现“规范化”，以使此种训

嘱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展现

其特殊的政治诉求。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历

史叙事的规范化，就是在这一目的驱使下分别

在君、臣两个方面展开的。它通过叙事内容的

高度统一，使册命仪式中的历史叙事在主题呈

现方面能够精准地满足这一特殊场合中的政

治诉求。

从君的角度，“受命”成为先王叙事的唯一

主题，且由文王受命转换为文、武共同受命。

首先是“受命”最终成为先王唯一的规范性

史事，从上引多条材料可以看出，文王、武王是

西周册命铭文中历史叙事的两位主角。无论是

早期还是中晚期，除文王、武王外，铭文叙事并

不关涉其他诸王。这反映出文王、武王在西周

王朝政治史叙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

但早期册命铭文中的先王叙事，内容丰富多样，

有文王受命、武王克商以及武王选定洛邑建立

成周等。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先王叙事，仅剩

下“受命”一件史事。武王克商及建都成周等都

被排除在有关先王的规范性叙事之外。

其次是“受命”由早期的文王受命调整为中

后期的文、武共同受命。早期册命铭文中，文王

事迹是受命，武王事迹是克商，两者界线分明。

如何尊铭文称“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

大邑商”。大盂鼎铭文亦称“丕显文王，受天有

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

等。不过，这种写实主义的叙事风格并没有被

中晚期册命铭文所继承。中期以后，像克商这

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册命仪式的叙事中被裁减

掉，而王朝建立阶段的历史则被进一步压缩到

仅剩“受命”一事。由于这个新兴王朝的实际建

立者毕竟是武王而非文王，尤其历代周王还都

是武王的嫡系子嗣，如果仅突出文王受命，则文

王子嗣的范围显然要大得多，并不利于强调仅

有现实中的周王才是天之所命。因此中晚期册

命铭文中的先王叙事就采用了一个变通折中的

办法，即将文王受命调整为文、武共同受命，使

武王有点委曲地隐身于“受命”这一重大史事之

下。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先王叙事，无不以文、

武受命并称。如中期的訇簋（《铭图》05378）云：

“王若曰：‘訇，丕显文、武受命。’”又乖伯簋（《铭

图》05385）云：“王若曰：‘乖伯，朕丕显祖文、武，

膺受大命。’”晚期的册命铭文如两件逨鼎都记

述：“王若曰：‘逨，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

方。’”师克 盖（《铭图》05682）也记述：“王若

曰：‘师克，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

师訇簋（《铭图》05402）同样记述：“王若曰：‘师

訇，丕显文、武，膺受天命。’”以上自中期以至于

后期的铭文辞例，语辞近乎统一，似乎出自一人

之手。稍有不同的是毛公鼎，该铭为迄今所见

最长的西周铭文，其有关早期历史的叙述较之

上述同期铭文更为丰富。因此相对而言，该铭

除记述了文武受命外，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的

描述：

王若曰：“父 ，丕显文、武，皇天引厌

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

不闬于文、武耿光。”（《铭图》02518）
我们可以看到，在文、武同为受命之君这一点

上，毛公鼎与中晚期其他册命铭文的历史表述

并无差异。不过，毛公鼎在“膺受大命”句后，又

增加所谓“率怀不廷方，亡不闬于文、武耿光”句

共十三个字，似乎与同期其他册命铭文颇有不

同。这里面或许有强调武王伐商及以武力经营

天下这些史事的意味。但是细究起来，这一表

述不仅不够具体，更主要的是它并没有写实性

地将这些史事归诸武王名下，而仍是以“文武”

并称，这就意味着将以武力经营天下这样的重

大史事同等地列在文王和武王两人之下。总之

是将文王和武王视为一体，无论是“受命”还是

“克商”，已不分彼此。因此，尽管铭文在此节描

述中多出了九个字，仅从文字数量看，多出两倍

有余，但其语义并不出前述多例铭文中的“匍有

四方”四字泛称之所囿，最多不过是这四个字的

另一种语辞更加丰富的表述而已。

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先王叙事最终规范性地

表述为“受命”一事，其目的自是为了确认王朝

统治权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同时也为其册命

臣属这一政治行为提供权威性，因为臣属通过

周王册命所得到的地位和权力也可以说是经由

周王而间接地来源于天授。不过，西周王朝的

受命之君只是文王，武王并非受命之君，这是一

个基本的共识。《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为克

商作准备，观兵于盟津时，就曾“为文王木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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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车”，武王虽已继位，但仍“自称太子发，言奉

文王以伐，不敢自专”［1］120。这样做的目的，就是

强调伐商为奉天命，而非出于一己之私。因为文

王是得天命之君，因此奉文王以伐，通过语义的

转换实际上就是表示奉天命以伐。显然，若武王

同样是受命之君，则自不必如此大费周章。西周

时人对文、武史迹的不同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

西周中期史墙盘铭文（《集成》②10175）述王

朝前代先王事迹，于文王称“曰古文王，初盩和

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这是明言文王受命。

而于武王则称“ 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畯

民”，显然是在说其克商建立新王朝的事迹。总

之，文王、武王功业的差别并不是什么秘密，而

是一般士众的常识。但是，在西周中后期册命

铭文的套语中，虽习惯上于先王仍合称文武，但

史实却简化为受天命这一事，武王通过军事征

伐消灭商王朝一事竟被抹去。此种叙事变迁，

其意义自然值得从多角度予以审视。

其一，这种叙述变迁凸显出在册命这种政治

行为中，周王对于强调王权之神圣性及由神圣性

所衍生的合法性的心理诉求更加突出。显然，这

才是西周王朝最高统治者尤其是中晚期最高统

治者所欲建构的政治观念体系的核心部分。

其二，对暴力克商这一史事有意无意地忽

视，在西周王朝军事力量日益削弱的中晚期，也

可以有效地抑制新崛起势力对于天下宗主权的

觊觎。西周中晚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旧政

治格局虽然还没有被完全打破，但王朝的军事

能力已无法与鼎盛的早期相比。昭王南征而不

复，虽暂时压服楚人，但只可谓之惨胜。穆王周

行天下，浪费了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虽征犬戎

得胜，但从此“荒服者不至”［2］，失去了对周边政

治实体的控制。恭、懿、孝、夷时期，最高统治集

团对王位发生激烈争夺，这必然会对王朝实力

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最终夷王在诸侯的拥护

下，才得以继位为王。虽然维护了恭王以下受到

冲击的王位父子相传的体制，但是，自夷王以后，

却不得不违背礼制，“下堂而见诸侯”［3］，王权的

削弱显而易见。而之后厉王的“专利”，则从根本

上动摇了王朝以国人为主导力量的统治基础，致

使国人不得不揭竿而起，居厉王于彘，王朝十余

年无君。周、召共和，实际只是一个维持局面的

看守政府。宣王虽号称中兴，但千亩一战中败于

姜氏之戎，损失惨重，不得不料民于太原，试图通

过加重盘剥来挽回王朝迅速衰落的颓势。

种种史实都表明，西周中晚期，王朝的军事

实力显然已大不如从前。如果此时在册命铭文

中还继续强调武王克商的超强军事实力，则无

异于置现实中的周王统治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显然，中晚期册命套语的历史叙事部分对于文

王受天命的强调及对武王克商之武力的忽视，

正是此期的王朝统治者在观念领域试图为巩固

自身的权力和地位所做的一种努力。

实际上，直到东周时期，强调天命仍是王朝

统治集团维持政治地位的最后手段。据《左传》

记载，鲁宣公三年，楚庄王观兵于周疆，向受周

王之命前来犒劳的王孙满问九鼎之大小轻重，

王孙满的回答是“在德不在鼎”，并强调指出：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

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

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4］可见，当东周王朝

面临日益强大的其他军事力量的逼迫时，天命

几乎成为其抑制这些新兴势力觊觎之心的唯一

可用手段。然据对西周册命铭文中相关历史叙

事的分析，可知这种借助观念领域的手段来强

化或巩固王朝最高统治权力的方式，早在西周

中晚期就已悄然出现。

从臣的角度，“夹绍先王”成为先臣叙事的

唯一主题。

早期册命铭文中关于先臣用命的叙事，一

般都会有具体的实事记述。如何尊铭文述何之

父考公氏，称其“有勋于天”，这是针对其“克弼

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之事绩的具体描述。大

盂鼎铭文述周初群臣用命，特地强调他们“ 酒

无敢舔”以及“有祡烝祀无敢 ”等表现，并与殷

末群臣侯田百辟的“率肄于酒”相对比。这些具

体的史事记述是早期写实主义叙事风格的必然

结果。中晚期册命铭文中先臣用命叙事则不再

有这种具体的史事记述，而是格式化为“克弼先

王”（乖伯簋）、“辅右先王，作厥肱股，用夹绍厥

辟”（师訇簋）、“有勋于周邦，捍御王身，作爪牙”

（师克 盖）、“ 辥厥辟，勋勤大命”（毛公鼎）、

“夹绍先王，闻勤大命”（逨鼎）等并无实际史事

内容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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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早期铭文中的先臣

用命，尽管也与先王有关，但其叙事具有一定的

独立性。像何之父考公氏“有勋于天”，群臣“酒

无敢舔”等，其叙事都是以先臣本人为中心展开

的，文王和武王在此种有关先臣的独立叙事中

意义并不凸显。而中晚期铭文中的先臣用命，

表面上看仍是以先臣为叙事主语，但叙事中心

却已由先臣转换为先王。像“夹绍先王”“克弼

先王”“辅右先王”“夹绍厥辟”等表述，都体现出

先王、厥辟才是先臣用命叙事的真正中心。至

于先臣们如何夹绍之，如何克弼之，如何辅佑

之，这些具体的史事已不重要。说到底，是否

“用命”才是关键，怎样“用命”则毋庸在此赘言。

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无论

是统一为“受命”的文、武叙事，还是笼统的“夹

绍先王”的先臣叙事，都显然更能为册命仪式中

的特殊政治需求提供精准的叙事服务。册命仪

式中，自册命者的角度，说明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是至上无他的诉求。而在早期国家发展阶段，

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说明，舍“天命”无其他。自

受册命者的角度，强调其必须忠于权力、财富的

授予者，也是最根本性的诉求。在君（册命者）

臣（受册命者）关系中，臣子永远不能超越君主

而成为政治关系的核心因素，他也不被容许拥

有独立的政治身份，并进而获得历史叙事中的

主体身份。显然，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统一

为“受命”的文、武叙事，以及史实空心化、表述

态度化、一言以蔽之的所谓“夹绍先王”的先臣

叙事，正是这两种现实政治诉求投射到历史叙

事领域而最终形成的“完美”文本，其用语简明

扼要，其语用则精准到位。

三、叙事布局：由自然原生走向

次序规范

空间是产生仪式的重要因素，也是“规范

化”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叙事中的行文

布局一直被当作时间因素来考虑，但如果将文

本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的研究对象，叙事研究中

的时间因素实际上可以转换为另一维度中的空

间因素。或者说，时间上的先后序列本身就具

有空间排列的另一重属性。同样，具体的空间

排列一旦进入到叙事领域，也必然会呈现出特

定的先后关系，使之同时具有了叙事范畴中的

时间属性。西周册命铭文历史叙事的行文布

局，经由了一个由自然原生向次序规范转换的

发展过程。这一“规范化”历程，就可以分别从

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去观察。

从时间的角度看，早期册命铭文历史叙事

的写实主义风格，必然会将史事的实际发生顺

序自然地转换为史事的叙述顺序，不会有太多

为突出某种政治命题或政治观念而刻意为之的

行文安排，因此其叙事布局会呈现出更多自然

原生形态的特征，使得史事时序与叙事时序处

于近乎重合的“零度”状态［5］14。例如，早期的何

尊铭文在记述文王受命这一历史事件时，就没

有将文王和器主何之父考公氏的政治地位代入

叙事之中，即没有让两人的不同政治地位——

君臣之别——影响事件的叙述。我们看到的

是，其叙事是按照两位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实

际责任，采用如实记述的方式来完成的：“王诰

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

肆文王受兹大命。’”前文已述，据何尊全文，可

以判断何及其父考都应是王朝负责祭天类早期

宗教事务的官员。进一步看，何尊铭文所记史

事，按顺序分别包括成王本人“爯武王豊，祼自

天”，成王追记“文王受兹大命”、武王“廷告于

天”，并称赞何之父考公氏“有勋于天”，之后又

告诫器主何要“彻命，敬享”。何本人在铭文中

又自称“宗小子”，因此，可以判断这应是一个世

职祀天事务的家族，或即人所熟知的祝宗卜史

类官员中的“宗”职。显然，成王对器主何称“尔

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不是泛

指，而应是对何之父考公氏确曾在文王受命事

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史事的如实追述。也

就是说，公氏克弼文王——文王受兹大命是史

事发生的自然顺序，同时也是此段历史叙事的

叙述顺序。

这种“零度”状态的历史叙事对于册命仪式

中特殊的政治诉求显然是有害的。像“昔在尔

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这样的叙

事，将臣属之祖考辅弼文王的君臣关系置于文

王受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中，自然具有暗示

臣属之祖考在文王受命事件上曾发挥过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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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语义，由此会使文王受命这样具有重大政

治意义的历史叙事失去排他性或垄断性。这显

然不利于巩固和强化周王的现实统治权力。

从空间的角度看，早期写实主义的叙事风

格，往往会使历史事件的叙述缺乏统一的安排，

从而导致叙事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某种“零乱”

的特征，这是其自然原生形态特征的另一种表

现。例如，在字数不多的何尊铭文中，何之父考

公氏事迹就出现了两次。一次出现在成王诰语

之首，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

大命”。另一次出现在成王诰语之末，称“尔有

虽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这两次诰

语前后语义重出，显然是对当时成王诰语的如

实记录，并没有什么主观布局的意识。这与晚

期的两件时隔一年有余的逨鼎铭文叙事布局相

比，一者零乱，一者工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件早期铜器大盂鼎其铭文中的历史叙

事，同样有写实主义风格留下来的缺乏布局意

识的痕迹。该铭在记述周初群臣用命之表现

时，运用插叙的手法将殷末群臣的表现拿来作

对比。从描述群臣用命这一单个主题看，这当

然是一种高明的叙事技巧。但如果将这一插叙

内容放在该铭整篇历史叙事中来看，其叙事的

突兀性又是明显的。它既破坏了西周建国阶段

君臣叙事的完整性，使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

方面都被撕裂，同时对册命仪式中特定政治主

题的表达也不能发挥什么特殊的作用。

形式主义风格下的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的

历史叙事，其布局则不存在上述问题。

从时间上看，“先王—先臣”这一叙事顺序

上的主次关系成为统一的布局模式，为后来的

叙事者所严格遵守。通过这一布局模式，“受

命”一事很自然地成为先王所独享的叙事内容，

先臣很难再介入（尽管他们可能像何之父考公

氏那样实际上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曾发挥过具体

的重要作用）；先臣用命的史事也随之被确定或

只能确定为“夹绍先王”，即只能以先王为中心，

而先臣不再在整个叙事中拥有独立的主体地

位。由此，先王与先臣两者在叙事时间上顺序

清楚，界限分明，杜绝了越界的可能。从叙事布

局的角度看，史事发生的实际顺序已不再是叙

事顺序的决定因素。叙述者充分利用了他的

“叙事时间自主的能力”［5］52，创造了一个不能

（再）与史事时序相吻合的叙事时序。显然，这

种次序严谨的规范化布局能够更好地满足册命

仪式中的特定叙事需求。它也说明，形式主义

的叙事风格在形成特定政治话语方面的能力是

写实主义的叙事所无法比拟的。

从空间上看，册命铭文历史叙事中的三段

式结构，排除了一切有害的甚或只是无效的史

事记述，最终完成了一个能够充分凸显册命铭

文特殊叙事主题的工整布局。先王受命、先臣

用命以及天下康宁是构成一篇完整的册命铭文

历史叙事的三大基本要素，但此叙事要素的完

整性并不是西周中晚期才得以实现的。无论是

西周早期还是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

都能完整地挖掘出这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

以前文曾指出，西周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

早期还是中晚期，对册命仪式中历史叙事的特

定政治诉求都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大盂鼎铭文

自无需赘言，即使是布局相对混乱的何尊铭文，

这三大要素也能够通过语义的分析而完整地呈

现。像“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

句，就包涵了先王受命与先臣用命两大叙事要

素。“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句，是对先臣用命这

一叙事要素的重复再现。而“武王既克大邑商，

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辥民’”句，

蕴藏的正是天下康宁这一叙事要素。只不过与

其他册命铭文中的同项叙事句相比，何尊铭文

采用的表述形式（直接引用武王告天之语）及其

字面所呈现的意义都太过特殊而具体，因而很

容易使人忽视其所欲表达的本意。前文已述，

大盂鼎铭文在布局上已经非常接近中晚期册命

铭文中的历史叙事，但它还存在着枝蔓过多的

问题。其叙事要素虽然齐备，三段式结构的布

局也已经显现，但整体上看尚未臻于工整。中

晚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则完全摆脱了史事

细节问题的困扰，其三段式结构所形成的空间

布局干净整洁，在册命仪式政治主题凸显方面

做到了既完整又简洁。

四、历史叙事中的思想建构

除早期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会提供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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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不同史事信息外，中晚期册命铭文中的

历史叙事大多为习用的套辞，内容重复，没有

新意，史料价值不高，因而一直以来未能引起

研究者的充分关注。但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这

些不断被重复的故事和套辞，却正是叙事文本

分析的重要话语对象。热奈特曾断言：“‘重

复’事实上是思想的构筑。”［5］73 这一判断虽然

是基于文学叙事的研究语境形成的，但对历史

叙事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为

无论是文学性的虚构还是历史学的“如实”直

书，任何文本的背后都不能不包含作者的主观

写作意图及由此而推动的语料（或史料）选择

与叙事表述。即使是个体的无意识或下意识

写作，隐藏的也是集体性的无意识或下意识，

具有反映一个时代主流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

的作用。显然，册命铭文中不断重复的历史叙

事，折射出来的正是西周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在

意识形态领域观念建构及价值建构的根本取

向和深层逻辑。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准确地讲，这是

指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具有当代属性。作为本体

的历史已经隐身于时间隧道之中，人类并无打

破这种时间性“隔离”的有效途径。而通过后人

叙述出来的历史，天然具有服务叙述者现实需

求的责任和义务。不过，这种现实服务，却不能

等同于历史虚无主义者所着意强调的“编造”或

者说“虚构”，它只是通过选择性的史事叙述来

为某种特定的目的提供服务。理论上讲，没有

人能够叙述全部的历史，因此，所有的叙述都是

选择性叙述。从这个角度看，服务于叙述者现

实目的和需求的选择性叙述，自有其学术层面

的合理性。

西周册命铭文中的历史叙事，发生在王朝

政治生活的重要场合——册命礼仪之中，当然

要服务于这一政治生活的特殊主题。册命是

册命者对受册命者权力、地位以及财富的授予

行为，因而自然构成册命铭文的主导叙事线

索。同时，为了保证册命者能够在这样的政治

行为中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它同时会有确定、

约束受册命者的行为以及申明其与册命者之

间关系的诉求，由此形成了几乎所有西周册命

铭文必备的另一条隐性叙事线索。它既可以

是册命者对受册命者施以直接的政治教诲和

训令，也可以是通过叙述历史的方式来达到灌

输某些重要的政治观念，以及维系某种现实的

政治关系的目的。大盂鼎铭文中周王所云“余

唯命女盂绍荣，敬拥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

走，畏天威”，毛公鼎铭文中周王所云“女毋敢

荒宁，虔夙夕惠我一人”“善效乃友正，毋敢

于酒，女毋敢坠在乃服，恪夙夕敬念王畏不易”

（《铭图》02518）等，就都属前者，而本文所讨论

的对象则属后者。

为了确定、约束受册命者的行为，并申明其

与册命者之间的君臣等级关系，首先必须确立

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因为它是其他一切现实政

治诉求的总前提。传统时代，在政治学理论尚

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历史叙事是确立最

高权力合法性的主要形式。至于其叙事内容的

安排，自然还要求之于早期宗教中的神权。人

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通过记述国王

与巫师两位一体的关系，对此有充分的讨论③。

西周册命铭文中，文、武受命的先王叙事被置于

章首，就是这一政治诉求的具体呈现。其次，针

对受册命者的约束及其与册命者之间关系的强

调，是此条隐性叙事线索的主体内容，也是其最

终目的。现实从来不是凭空而生的，它本身是

历史的自然延续。现实世界的诸种原因，也都

深藏于逝去的过往之中。因此，“夹绍先王”的

先臣叙事紧接在先王受命叙事之后，被置于章

次，正是欲借受册命者祖先的功业及其与册命

者祖先即先王的固有君臣关系，来维系和强化

现实世界的政治秩序，并激励受册命者承担政

治责任。最后，历史理性的“工具性”本质，决定

了历史经验、历史模式的现实重现，必须提供一

个成功甚至完美的历史结局。由此，天下（四

方）康宁的结果记述，自然成为完成这一历史叙

事的终章必选。

不难看到，前文曾归纳过的西周中晚期册

命铭文历史叙事的三段式结构，所构成的正是

服务于册命仪式中特定政治目的的核心叙事。

西周册命铭文历史叙事在风格、主题、布局等方

面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的发展，诸如史事的精

简、历史细节的省略、事件主角的转换等，最终

凸显了核心叙事的表现力度。西周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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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通过这种近乎无意识的话语重复，不断

地强化他们有关权力的合法性、君臣等级秩序

等统治思想的建构。

注释

①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12 年版。文中简称《铭图》。②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 1987 年版。文

中简称《集成》。③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大

众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9-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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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on the Bronze
Vessel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Xu Zhaochang

Abstract: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on the bronze vessel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not
only record the specific conferment of official duties and rewards of goods，but also include some chapters that recoun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revious kings and ministers， recalling the peaceful and wealthy situation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 the early days， thus forming a historical narrative that constantly reappears in a special ceremonial setting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has undergone a phased development from early to middle and late stages. The narrative style is
characterized by a shift from realism to formalism； In terms of theme presentation， it moves from being scattered and
vague to being focused and precise； In terms of narrative layout， it moves from natural origin to sequential norm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finally form the three paragraphs narrative structure，which
includes the appointment from the God or the Sky of the former king， the appointment from the former king of the
former minister， and then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eace and wealthy of the world，highlighted the expressive force of
the core narrative serving specific political purposes in the ritual of the appointment of official. The phased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e style， theme and layout， such as the simplific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the omission
of historical details，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vent protagonists，ultimately highlights the expressive power of the core
narrative. It was through this almost unconscious repetition of words that the highest ruler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ir construction of their ruling ideology regarding the legitimacy of power and the
hierarchical order of monarchs.

Key words: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the inscriptions of the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on the bronze vessels；
historical narrative；core narrative；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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